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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解决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环境问题的矛盾是区域环境治理问题中的难题。选取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中国沿海１１
省（市、区）面板数据，以农业面源污染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ＥＫＣ实证分析，探究农业面源污染的空间
自相关情况及其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自１９９８年起，该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开始从空
间负相关逐步变为正相关。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Ｎ”形曲线的特征，未来农业面源污染将随着农业经
济增长继续上升。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以及农民环保意识均对农业面源污染有显著影响。降低第一

产业比重、提高农林业规模、引导技术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加强环保教育能够有效控制污染水平，进而通过基于单元分

析的非点源污染调查评估方法，对农业面源的总氮和总磷进行测度，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

增长的关系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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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年来在农业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２０１５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首次突破１０万亿元，
２０１９年更是达到１２３９万亿元，并以每年３．５％ ～
４５％的速度持续增长。但经济高速增长随之带来
的环境污染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把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环境

建设和环境治理工作成为国家治理中的重中之重。

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意见》提到，“要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

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加强农村环境监管能力建

设”。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

强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大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力度；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２０２０年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高屋建瓴地提出，“到２０２５年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特别强调

“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种种纲领性文件以及治理举措均表

明农业以及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已成为实现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国沿

海地区各省（市、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始终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该地区每年农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

４０％，其发展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示范带
头作用。然而，该区域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出现了生产者过度使用生产物资以及不合理的废

弃物处置行为，由此带来地表土壤、地下水及地表

径流的污染，导致农田肥力减弱、灌溉水质下降等

一系列问题。受污染的土地也同样影响到农业用

地的流转和城市化进程。同时，中国地势西高东

低，且毗邻太平洋。沿海地区环境的污染会导致污

染物质通过不同渠道进入海洋，进而带来近海环境

污染问题。因此，对中国沿海地区农业面源污染进

行治理，不仅能切实提高沿海地区的环境质量，产

生良好的示范效应，还能有效防范污染物向近海以

及海洋蔓延与扩散，有利于保护近海与海洋的生态

环境。沿海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的环境治理工作具

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加快农业经济增长

依旧是现阶段农民致富和国家从农业大国转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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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强国的必要手段。降低污染水平不能以牺牲经

济增长为代价。这意味着解决农业经济增长与农

业环境问题的矛盾是现今中国沿海地区农业发展

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坎。探究该问题不但能为

评判当前污染治理成效提供阶段性重要依据，还能

为全国范围内改善农业环境水平提供参考和借鉴。

因此，本研究以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中国沿海地区的省际
面板数据为样本，创新性地采用多种污染来源得出

农业面源污染的总估计值，有效避免单一污染来源

研究所带来的检验失真，并将空间效应的分析方法

运用在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通过实

证分析检验其存在何种非线性关系。同时从空间

视角分析污染的影响因素以寻求治理机制的内在

机理。

１　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１．１　农业面源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是农业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没有固定的污染排放点源，因此农业面源污染

具有污染排放途径不确定、污染排放地点不确定、

污染范围不确定等特点。这类污染是当前社会生

产过程中最难以根治的污染之一，也是分布范围最

广泛的一类。

农业面源污染按来源可分为２类：第１类来源
于农业经济活动中生产资料所带来的污染，如化肥

污染等。产生这类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农民为获取

短期利益采用过量的生产原料、环境不友好的技

术、营造高于环境承受力的产业规模，这同时也牺

牲了当地环境所带来的长期利益。第２类来源于农
业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如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污

染等。这些污染原本作为肥料还田或在生态承受

能力范围内自然降解。但在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

经营以后，秸秆、粪便等产物失去了原本的作用和

降解途径，使其滞留田间进而造成污染。

１．２　国内外文献回顾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等发现，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存在某

种非线性关系，环境污染一开始随人均收入的增加

而快速增加，当人均收入处于一定水平后，环境水

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逐步得到改善。若将经

济增长设为横坐标，污染水平设为纵坐标，则可通

过一条倒“Ｕ”形曲线表示，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ｋｕｚｎｅｔｓｃｕｒｖｅ，ＥＫＣ）［１］。随后，１９９２
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中着重强调了环境

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提高了该学说的关注

度［２］。此后，Ｓｈａｆｉｋ等通过研究人均 ＧＤＰ和 １０种
生态环境指标的拟合结果，证实了倒“Ｕ”形 ＥＫＣ的
存在［３］。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通过４１个国家的环境数据研究
森林资源消耗与人均ＧＤＰ的关系［４］，同样得到了类

似的倒“Ｕ”形曲线。由于此前的研究样本都聚集在
发达国家，所以有学者认为ＥＫＣ理论的适用性应该
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而 Ｐａｏ等利用巴
西、俄罗斯、印度以及中国的数据，研究１９７１—２００５
年二氧化碳排放、能源消耗、ＦＤＩ与 ＧＤＰ的关系，取
得验证ＥＫＣ假说的证据［５］。Ｓｈａｈｂａｚ等针对非洲国
家近４０年的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进
行研究，发现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也符合 ＥＫＣ假
说［６］。这些研究成果证实了 ＥＫＣ理论具有更广的
普遍适用性。

那么中国的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是

否会呈现倒“Ｕ”形的曲线？Ｚｈａｎｇ等考察中国三峡
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发现化肥、农药、农膜污染符

合ＥＫＣ假设，但秸秆和动物粪便等固体污染物不符
合。通过农业环境政策和农业财政支持，能够有效

改善污染问题［７］。陈栋等基于农药、化肥、家禽粪

便、农膜污染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的污染与经济增

长之间呈现不同的曲线，且所处的阶段也各有不

同［８］。农业ＥＫＣ的形状之所以存在差异，可能是因
为研究的区域、污染源以及观察时的变量代表值不

同，从而得出不同的结果。

王彦以化肥污染的总氮和总磷排放为例，发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农业面源污染也符合倒“Ｕ”形
ＥＫＣ［９］。冷银等以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农业农药污
染量、塑料薄膜污染量、化肥污染量与人均农业（农

林牧渔）产值作为分析指标，基于ＥＫＣ进行分析，得
出这些指标与农业产值的相关系数接近１［１０］，这说
明长江经济带的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污染呈显著

的倒“Ｕ”形ＥＫＣ。但他们仅仅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
长２个指标进行回归检验，这可能导致因遗漏重要
变量而产生估计偏差。前人在研究中国农业面源

污染时主要以单一污染源来代替农业面源污染，如

最常见的是通过化肥污染来代替，但农业面源污染

往往是更多污染源集合叠加的产物。

此外，传统计量方法都假定地区间样本相互独

立。但是因为地区间的经济、环境实际上会受到其

邻近地区的影响，这是传统计量方法无法纳入研究

的。沈能等基于空间滞后及空间误差模型，发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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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业ＥＫＣ在中国能够得到支持，但是不同区域所
处阶段不同。农业环境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农业污

染排放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１１］。梁伟健等基于

污染———产出空间联立方程所得到的是一条“Ｎ”形
曲线。其发现考虑空间溢出情况后，中国近年农业

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地ＥＫＣ的转折点会发生变化，
基于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所带来的空间溢出作用

会使转折点延后或提前［１２］。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

多样的农作物以及生产方式，使得区域的总体和局

部可能存在不同的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而空间

效应的引入给ＥＫＣ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综上，本研究首先采用多种污染源得出的农业

面源污染总估计值，有效避免单一污染源研究所带

来的检验失真。再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 ＥＫＣ进行
扩展，检验当前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成效，并对未

来作出预测，同时从空间视角分析影响因素，以消

除省（市、区）间行政及土地边界的隔阂。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与数据处理
为分析中国沿海地区农业污染与农业经济增

长的情况，本研究选取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中国沿海地区
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

东、广西、海南共１１个省（市、区）的经济和污染指
标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

国农业统计年鉴》，不足部分由地方统计年鉴补充。

本研究将各地年人均农、林、牧生产总值（以下简称

人均产值）以１９９５年为基期分产业进行实际产值
计算后加总。

农业面源污染因其不易监测的特点给农业污

染研究带来许多困难。评价农业面源污染中主要

有害物质量的指标有化学需氧量（ＣＯＤ）、总氮量
（ＴＮ）及总磷量（ＴＰ）。考虑到 ＣＯＤ是检测水体有
机物集合的指标，且难以通过文献数据进行估算，

因此以 ＴＮ和 ＴＰ作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代表值。再
参考赖斯芸等提出的基于单元分析的非点源污染

调查评估方法对污染值进行测度［１３］。具体方法如

下：首先，通过查询统计年鉴中农业统计分类和已

有研究成果确定污染源。因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经

营行为是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因此以化

肥污染、秸秆污染、畜禽粪便污染作为调查的主要

污染类型。其次，对各单元的污染源代表值进行统

计。最后，确定各单元的产污强度。评估系数可继

续分为２类：产生污染系数，即污染源所含ＴＮ和ＴＰ
的百分比；和排污系数，即实际排入大环境的百分

比。该系数均可通过污染普查规范文件及已有文

献确定。综上３步可基本确定影响污染测度的各个
因素，进而可通过计算公式加总获得最终的污染值。

２．２　空间自相关检验
采用ＭｏｒａｎｓＩ值来描述所在省（市、区）农业面

源污染程度之间在空间维度上的关联程度和显著

性。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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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ｘｉ表示 ｉ省（市、区）的农业面源污染程度；ｘ
表示平均农业面源污染程度；ｎ表示观测地区数量；
ｓ２表示样本方差；ｗｉｊ为空间权重矩阵中的（ｉ，ｊ）元
素，表示ｉ、ｊ省（市、区）之间的“距离”。ＭｏｒａｎｓＩ值
的取值范围在［－１，１］之间，当指数大于０时，表示
各地区间为空间正相关，数值越大，正相关的程度

越强；小于０则表明空间负相关，数值越小负相关程
度越强；越接近０则表示各地区间越相互独立，空间
自相关性越弱。

２．３　空间计量模型设计
常用的ＥＫＣ模型是一个经济增长代表值与人

均污染量排放的二次函数。其计量模型为

Ｙｔ＝β０＋β１Ｘｔ＋β２Ｘ
２
ｔ＋εｔ。 （４）

式中：Ｙｔ表示研究区域内某个时间段 ｔ所受到的环
境污染水平，通常用污染物排放量或特定的环境指

标来表示；Ｘｔ表示研究区域内某个时间段 ｔ的经济
水平，通常用人均 ＧＤＰ来表示；β０、β１、β２分别表示
待估系数；εｔ表示随机误差。

在尚未验证地区是否符合ＥＫＣ假设的前提下，
通常还存在其他可能的结果，其关系还可能是“Ｎ”
形或倒“Ｎ”形。因此，模型须再进行更高次幂的拓
展以满足其他形状曲线的拟合。考虑到控制变量

等其他因素，将模型扩展如下

Ｙｉｔ＝αｉｔ＋β１Ｘｉｔ＋β２Ｘ
２
ｉｔ＋∑

ｎ

ｉ＝１
Ｅｉ＋εｉｔ； （５）

Ｙｉｔ＝αｉｔ＋β１Ｘｉｔ＋β２Ｘ
２
ｉｔ＋β３Ｘ

３
ｔ＋∑

ｎ

ｉ＝１
Ｅｉ＋εｉ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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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Ｙｉｔ表示ｉ区域内某个时间段ｔ所受到的环境污
染水平，通常用污染物排放量或特定的环境指标来

表示；Ｘｉｔ表示ｉ区域内某个时间段 ｔ的经济水平，通
常用人均 ＧＤＰ来表示；β０、β１、β２分别表示待估系

数；εｉｔ表示随机误差；∑
ｎ

ｉ＝１
Ｅｉ表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空间杜宾模型是空间面板回归中常用的模型，

其特点是考虑空间滞后的解释变量以及被解释变

量对当前被解释变量的双重影响。其表达式如下

ｙ＝ρＷｙ＋β１ｘ＋β２Ｗｘ＋ε；ε～（０，σ
２Ｉｎ）。 （７）

式中：β１、β２表示待估系数；Ｗ表示空间权重矩阵；ρ
表示空间滞后系数；ε表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
项。本研究将模型（５）和模型（６）分别构建空间杜
宾模型的形式，以探讨在空间效应影响下的农业面

源污染ＥＫＣ。

３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３．１　空间自回归计算
本研究采用林光平等提出的“经济距离”的概

念，选择经济指标的差额作为测度地区间关系紧密

程度的权重［１４］。在比较０～１相邻权重矩阵、地理
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后，发现农业面

源污染的空间相关性符合基于人均农业产值的经

济距离权重矩阵。从１９９８年起，环境污染开始从负
相关向正相关转变，这个过程历时约１０年。表明一
个沿海省（市、区）的污染排放正在受到与其农业经

济水平差不多省（市、区）的影响。但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均

没有在１％水平上差异显著，说明相关性尚不稳定，
所呈现出的集聚倾向还处于初期（表１）。

表１　各年份ＭｏｒａｎｓＩ值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

氮污染 磷污染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

氮污染 磷污染

１９９５ －０．２５４ －０．２５１ ２００７ －０．１４９ －０．２８９

１９９６ －０．２１１ －０．１９５ ２００８ ０．１２４ ０．０１２

１９９７ －０．２８９ －０．２７ ２００９ ０．０３６ －０．１４９

１９９８ －０．３３３ －０．３１１ ２０１０ ０．１６１ ０．１９５

１９９９ －０．３７７ －０．３５９ ２０１１ ０．０２１ ０．２４７

２０００ －０．４１２ －０．３９４ ２０１２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１

２００１ －０．４１４ －０．４０２ ２０１３ ０．１０６ ０．０２４

２００２ －０．４０４ －０．４０５ ２０１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４

２００３ －０．４０６ －０．４５１ ２０１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１

２００４ －０．３３４ －０．３８９ ２０１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４

２００５ －０．０４５ －０．１９８ ２０１７ －０．０３８ －０．１２５

２００６ －０．３１８ －０．４１１ ２０１８ －０．１２９ －０．２３４

　　注：、、分别表示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表

３同。　

３．２　模型变量的选取
Ｂｒｏｃｋ等认为，除了经济增长之外，影响环境污

染变化的还有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１５］。李太平等

认为，在影响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时空演变的诸

多因素中，居民收入水平和环境需求水平的提高有

利于降低农业环境的污染程度，而城乡二元经济结

构、环境规制以及农户的小规模经营等使得污染治

理出现阻力［１６］。本研究综合考虑农业的特点及数

据的可得性，设置如下控制变量（表２）。

表２　变量指标选取

指标选取 变量定义 符号

污染程度 单位面积氮污染＝化肥、秸秆畜禽氮污染／总播种面积 ｔｎ

单位面积磷污染＝化肥、秸秆畜禽磷污染／总播种面积 ｔｐ

经济增长 人均产值＝农业、林业、牧业实际产值／乡村人口 ｇｄｐ

技术进步 机械贡献率＝农林牧渔实际产值／农业机械总动力 ｍａｃ

有效灌溉率＝有效灌溉面积／总播种面积 ｉｒｒ

产业结构 地区第一产业占比＝第一产业实际产值／总实际产值 ｓｃａ

农林业占比＝农林业实际产值／农林牧渔实际产值 ｓｔｒ

城乡差距 城乡消费差距＝城镇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水平 ｃｏｎ

环保意识 单位面积农药施用量＝农药施用量／总播种面积 ｐｅｓ

受灾情况 受灾比例＝受灾面积／总播种面积 ｄｅｓ

３．２．１　技术进步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不同城市的
农业技术水平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中国，技术进

步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高如梦等采用机械拥有

量、有效灌溉率来度量技术进步效应［１７］。因为从技

术使用角度看，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农

业机械化水平及地区的农作物灌溉能力上，这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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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表现当前地区的实际技术普及情况。机械

拥有量虽然能够反映一定的技术进步，但无法很好

地说明机械的技术水平。所以本研究在模型中引

入２个指标，分２个维度来表示技术进步。ｍａｃｉｔ表
示ｔ年ｉ省（市、区）的农业机械贡献率（元／ｋＷ），指
单位机械动力能够带来的农业产值，表示同等能源

水平下产出能力；ｉｒｒｉｔ表示 ｔ年 ｉ省（市、区）的有效
浇灌率（％），即当年有效灌溉面积与当年总播种面
积的比值，即技术的使用率。

３．２．２　产业结构　中国尚处于发展中阶段，不同地
区的产业结构因其发展速度不同也各有不同。尤

其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

素，目前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时期，这势必会对

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本研究参考彭水军等的研究

成果，在模型中用农业产值占比来体现产业结构效

应［１９－２０］。选用ｓｃａｉｔ表示，其表示ｔ年ｉ省（市、区）的
地区农业产值与地区总产值的比值。同时，还需要

注意农业自身的结构效应。相较于其他业态的区

域，以种植业、林业为主的区域会更加显现出土地

密集型产业的规模效应，进而有利于污染治理的统

筹和环境规制的实施。本研究在模型中用 ｓｔｒｉｔ表示
ｔ年ｉ省（市、区）的农林业占比，以体现农业自身的
内部产业结构。

３．２．３　城乡差距　农业环境质量恶化的原因之一
是城乡之间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的。农民为了提高

收入而不计后果地提高农业化肥等生产资料的使

用，进而超出土地承受能力带来污染。沈能等利用

各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表示［１１］。在本研究

时间段内，由于乡村居民收入水平数据缺失较多，

在模型中以城乡居民人均可消费水平差距来表示

城乡差距，即ｃｏｎｉｔ。
３．２．４　环保意识　环保意识经常作为生产要素投
入中人力资本的一部分被研究分析，因为环保意识

与人的学历、社会文化程度以及行为息息相关。但

在农村统计调查中，此类数据不易获取。农药本身

具有边际施用效用递减的特征，当农药施用超出一

定量时，其对产值增长的帮助不但有限，还会破坏

土质和农地的微生态循环。农药的施用程度能够

反映农民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

因此，以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来反映农民在生产过

程中的环保意识，用ｐｅｓｉｔ表示。
３．２．５　受灾情况　自然灾害作为一个冲击变量，也
会对每年的农业面源污染产生影响，当受灾严重

时，农民因短期利益受损会倾向于更粗犷的生产方

式，提高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要素的施用量，从

而导致污染急升。同时，部分灾害会减少农业生产

规模，进而减少产生污染的机会。因此，以受灾面

积与总播种面积的比值来表示地区时间特征，记

为ｄｅｓｉｔ。
３．３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假设化肥、秸秆、畜禽的部分排放未经处理通

过不同途径渗入农地，对农地产生面源污染。本研

究采用单位面积污染作为污染指标，相较于前人使

用人均污染，单位面积污染更能反映污染物质对农

业用地的侵害程度。广义的农业包括种植业、林

业、畜牧业、渔业，由于本研究的目标是为了探索中

国沿海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所

以主要以能够形成农业土地面源污染的农业形式

为考察对象，即种植业、林业和畜牧业。故人均产

值基于农、林、牧业实际产值，以１９９５年作为基期进
行平减。

本研究参照模型（５）与模型（６）建立空间杜宾
模型，选用表２中各指标组成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
及控制变量。对ｔｎ、ｔｐ、ｇｄｐ、ｍａｃ、ｃｏｎ、ｐｅｓ取对数，使
数据分布渐进正态化。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统计软件对经
验模型进行检验和回归。通过拉格朗日乘子检验、

似然比检验、豪斯曼检验等，最终选取双固定效应

的空间杜宾模型作为２种污染的模型的回归结果
（表３）。
　　由表３可知，２个污染模型的三次项模型解释
变量均更加显著，优于二次项模型，说明中国沿海

地区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呈“Ｎ”形曲线。其中
氮、磷污染的空间杜宾模型的空间自回归系数 ρ分
别为－０．５１５、－０．５１３，且均在 １％水平下差异显
著，这进一步说明解释变量存在空间依赖性。虽然

二者均为“Ｎ”形曲线，但仍有不同之处。磷污染曲
线表明，当人均产值达到４３９３．４７元时，磷污染水
平会呈阶段性下降；当达到１１７２１．５８元时，污染水
平会反弹并持续升高。而氮污染曲线却无明显拐

点，为一条正相关的曲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根

据氮污染不同的增长速度氮污染曲线大致也可被

分为３个阶段，但没有明显拐点。
本研究分别分析各控制变量对农业面源污染

的影响。其中，第一产业占比在氮、磷污染模型中

分别通过 １０％、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机械贡献
率、有效灌溉率、单位农药施用量在２个模型中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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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指标 二次项模型氮污染 三次项模型氮污染 二次项模型磷污染 三次项模型磷污染

ｌｎｇｄｐ ０．８１００±０．５５００ ４８．５８０００±９．１１５０ ０．８０４０±０．５２１０ ３７．３８００００±８．８７００

ｌｎｇｄｐ２ －０．０４３０±０．０３０９ －５．４８７００±１．０３６０ －０．０４２０±０．０２９３ －４．１９７０００±１．００８０

ｌｎｇｄｐ３ ０．２０７００±０．０３９３ ０．１５７０００±０．０３８２

地区第一产业占比 －０．０３４４±０．２３２０ ０．４２２００±０．２４８０ ０．１１３０±０．２２００ ０．５１９０００±０．２４２０

农林业占比 －０．９７００±０．１９９０ －１．００９００±０．２０２０ －１．１３８０±０．１８９０ －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９７０

ｌｎｍａｃ ０．０８７４±０．０３５６ ０．１０７００±０．０３５５ ０．０９７５±０．０３３８ 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３４６

有效灌溉率 ０．９２９０±０．１０３０ ０．８８１００±０．１０１０ ０．８８１０±０．０９７９ ０．８６００００±０．０９８１

ｌｎｃｏｎ －０．０３５７±０．０１７３ ０．００２１９±０．０１８１ －０．０３３７±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６６７０±０．０１７６

ｌｎｐｅｓ ０．２７２０±０．０２４１ ０．２５９００±０．０２３４ ０．２１９０±０．０２２９ ０．２１２０００±０．０２２８

ｄｉｓ －０．０１３９±０．０２９２ －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２７９ －０．００２１±０．０２７７ －０．０００１０５±０．０２７２

回归系数ρ －０．５１８０±０．０９０３ －０．５１５００±０．０８９１ －０．５４３００±０．０８７９ －０．５１３０００±０．０８８９

ｎ ２６４ ２６４ ２６４ ２６４

Ｒ２ ０．５８５ ０．４９７ ０．５１１ ０．４９

ｌ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３９４．７８１４ ４０８．４４４５ ４０９．９５３４ ４１９．１５３７

过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４　结论与对策建议

４．１　结论
本研究首先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

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然后就污染值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并最终得出两者之间的

关系。

为何中国沿海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增

长的关系会呈“Ｎ”形曲线？从 ＥＫＣ假说成立的角
度来解释，即在短期内该地区的农业发展依然存在

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农民通过牺牲环境提高

农业收入的方式仍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导致

经济水平到达一定程度时未如预期那样出现环境

水平效用逐渐大于商品效用的情况。农民对环境

的敏感性不高使得理论上存在的拐点仍然处于当

前发展阶段右侧的某个位置，进而阻止曲线向倒

“Ｕ”形转变的可能。方化雷从产权制度角度出发进
行研究，发现在短期内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成本

高于环境租值的消散，即表现为“Ｎ”形、“Ｍ”形等。
但长期来看，当高效的产权制度建立后，环境库兹

涅茨曲线必然呈倒“Ｕ”形特征［２１］。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中国沿海地区的农业技术

进步助长了污染。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会增加技

术投入以优化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品质和结构，也

可能发现更加环保的生产模式。但技术进步也可

能带来更大的农业生产规模，因而产生更大的污

染。这种截然相反的情况使技术进步存在“两面

性”。显然，当前该地区的技术投入仅提高了产出

能力，却没有引导技术向“环境友好”的方向发展。

而在产业结构上，该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越小，

农业环境水平越高。沿海地区处于中国东部，其农

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中部和西部，但

这种发展趋势符合农业环境治理的需求。另外，种

植业和林业占第一产业比重越高，所产生的污染越

低。这是因为土地密集型产业的集聚能为规模化

经营和统筹治理创造条件。

在农业生产环保意识方面，提高农民的环保意

识对环境污染抑制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让农民建

立环保意识可从内在改变其在生产活动中的行为。

４．２　对策建议
中国沿海地区城市化进程与海洋环境问题都

与农业面源污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理论上只要

控制经济发展就可有效抑制污染，但这显然与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以及农民对美好生

活的热切期盼相违背。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

建议以帮助治理者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水平。

４．２．１　统筹发展，协同治理　由于农业面源污染的
空间集聚倾向，应更加关注于各个省（市、区）的协

同发展。不同省（市、区）之间的相互影响已成为决

定地区农业面源污染水平的重要因素。沿海地区

的地方政府须要联合起来，统筹沿海地区的农业发

展，从区域协调发展角度对各省（市、区）的面源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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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进行整体治理。对农业经济增长处于不同水平

的城市分类管理，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治污指标，在

空间上发挥积极的“效仿效应”和“追赶效应”，而避

免出现“短板效应”。

４．２．２　促进研发，环保导向　中国沿海地区当前的
农业技术进步并非环境友好型。大部分技术虽然

提高了经济收益，但也助长了污染。而该地区的产

值已领先于全国，应适时作出改变。因此，需要治

理者对这两者加以区别并采用善意引导。如提高

环境保护技术的科研经费拨付，同时适当控制仅能

提高经济产出技术的研发，使其向“环境友好”型方

向过度。

４．２．３　控产控规，内部调节　第一产业占比提高所
带来农业经济的粗犷型发展，导致更多农民投入到

农业生产，而提高产量势必会带来更大的面源污

染。治理者可加快城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其他产

业的劳动机会，缩小第一产业规模，进而减少污染

排放。另外，农田和林地逐渐集聚，有利于更好地

使用大型机械进行统一作业，形成现代化的农产品

生产基地；同时也有利于政府统一监管，进而达到

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目的。这样的结构调整既能

够基本保证各省（市、区）种植粮食及产量安全，又

能抑制面源污染的提升。此外，根据孔令英等的研

究结论，在收入结构与面源污染的关系方面提升非

农收入也是缓解化肥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径［２２］。

４．２．４　思想建设，蒙以养正　环保意识的提高属于
意识层面建设，这是一项长期措施。这种宣传科普

能反映在农民的生产行为上，如认真考虑合理的化

肥施用量和农药喷洒量；倾向于秸秆回收而不是焚

烧或丢弃；建设畜禽粪便的净化设施。这可以从源

头上有效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源的形成，从而提高环

境质量。农业部门应联合教育部门在农村地区义

务教育阶段就对学生进行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的

传授，并加强农业生产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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